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呈现了繁华富丽、别
具特色的服饰文化，官员服饰可谓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旧
唐书·舆服志》：“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
其中，官员常服是传统风格、西域风格和时尚风格的最佳结
合，是唐廷继承传统、内部调整之后制度化的产物，从而颇
具时代特色，可谓服饰美学的具体体现。

一

常服，亦称“燕服”、“讌服”、“宴服”，本为古之亵服，百
官可着此礼见、拜会，但不得用于祭祀及重大朝会。其自南
北朝以来融入胡族因素，穿著便捷、舒适，遂逐步取代传统
礼服的地位。《旧唐书·舆服志》：“讌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
谓之常服。江南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
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
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
自隋代开始，常服被纳入礼制，上至天子下至文武百官

均可著之。在发展过程中，乌纱帽逐渐被幞头所取代，而袍
服亦被略加改制。“其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其制周
武帝建德年所造也。晋公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1](卷四五)唐代
百官常服承袭前制，为圆领袍服，因前后襟下缘用一幅整布

接成横襕，故称圆领襕袍，同时，受胡族风尚影响，初、盛唐
时期流行窄紧直袖式样，中晚唐以来胡风渐弱，流行传统宽

衣大袖。与常服配套的首服是幞头，足衣为乌皮六合靴，饰
物有腰带、鱼（龟）袋等。
唐代为进一步巩固常服的礼仪规范，以示尊卑等级，在

隋炀帝大业六年（610）规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
下，兼用绯绿”[1](卷四五)基础之上，制定了详细的律令格式，品
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二方面：一是品色制度，二是章服制

度。品色制度是以官员散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颜色、质
料、纹样官服的制度，与之配套使用的还有腰带制度。唐武
德四年（621）制定了初步的常服规范。《旧唐书·舆服志》：
“三品以上，大科紬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
紬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服丝布，杂小绫，交
梭，双紃，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唐太
宗时期曾二次下诏加以修定。唐高宗时期，由于服饰紊乱，
百官士庶每每不依令式，因而又曾二次重新申明，尤其是上

元元年（674）之令，规定更为详备。《册府元龟》卷六○《帝王
部·立制度一》：“上元元年八月戊戌，诏：一品以下文官，并
带手巾、算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带手巾、算袋者亦听。
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
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
品服浅青，并鍮石带。”上元元年令为有唐一代服色制度的
整个格局奠定基础，后世皇帝只是适时加以调整。时至晚
唐，由于服色混乱，唐文宗不得不在上元元年令式基础之上

详细定制，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时，将常服纹样制度进一

步规范化。“太和六年六月，敕三品以上，许服鹘衔瑞草，雁
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袄。四品五品，许服地黄交枝绫。六品
以下常参官，许服小团窠绫，及无纹绫，隔织独织等充。除此
色外，应有奇文异制袍袄绫等，并禁断。”[2](卷三二)

章服制度是常服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官员随身

佩戴鱼（龟）袋的制度。《旧唐书·舆服志》：“自后（开元九年）
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随身佩鱼的目的，一
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二是用来明贵贱、辨尊卑、严
内外。常服佩鱼自隋代已初具形制，在唐代却经历了较大的
变化：高祖武德元年（618）九月，改以往的银菟符为银鱼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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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将鱼袋配发给四品、五品职事官，但退休后要交回，三年
后，高宗皇帝人性化地调整了政策。“（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
敕：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岂可生平在
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
今以后，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2](卷三一)

此后，咸亨三年（672）五月三日，令京官四品、五品职事官佩
银鱼。
武后时期将佩鱼范围扩大至地方诸州长官。《旧唐书·

则天皇后本纪》：“（垂拱二年正月）初令都督、刺史并准京官
带鱼。”武则天建立周朝以后，以玄武与“武”姓相合，于天授
元年（690）九月，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又初次规定按品级
不同分别用金、银、铜饰龟袋。《旧唐书·舆服志》：“久视元年
十月，职事三品以上龟袋，宜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

饰，上守下行，皆从官给。”唐中宗时期又恢复佩鱼之制，但
同时与滥授官职同步，开始让散官佩鱼，然并未正式将鱼袋

与常服服色相连。《唐会要》卷三一“鱼袋”条：“神龙元年六
月十七日赦文：嗣王郡王有阶级者，许佩金鱼袋。”此后，“景
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然员外、试、检校官，
犹不佩鱼。”[3](卷二四)而且，“虽正员官得佩，亦去任及致仕即解
去鱼袋。”[1](卷四五)睿宗朝将鱼袋之制与常服服色相连。《唐会
要》卷三一“鱼袋”条：“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鱼袋，
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玄宗朝首先将佩鱼范围扩大，后
许终身佩鱼。章服制度确立之后，一切检校、试、判、内供奉
官均可佩鱼袋，官员退休后也不须交回，鱼袋成为常服中

绯、紫服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凡是赏赐绯、紫服同时也要
连带鱼袋，遂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

二

从文化美学角度审视唐代官员常服，可以清楚地发现

它是汉族传统服装与来自西域胡服的完美结合，是南北朝

以来民族大融合、文明大交汇的直接反映。唐朝官员常服是
继承前制，并在北方紧身、适体的异族服装基础上演变而
来，而唐代的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

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具有衣长及膝、衣袖瘦窄的特点，领
式有圆领、翻折领、对襟开领等，腰间系革带，下著竖条小口
裤，尖靴。《新唐书·五行志一》：“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
服胡帽。”元稹《法曲》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
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
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4](卷四一九)

胡服的广泛流行与大唐皇室的胡族血统有关。“李唐先
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
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
名不雅驯。……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
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

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
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5](P344)而胡服深藏着唐室
“关中陇上一带的豪强劲旅那带有边塞烽火和大漠风沙气
息的刚强、剽悍之中不无粗豪、朴野味道的勇武雄壮的精神
气质。”[6](P9)同时，与传统中原服饰相比，胡服没有森严的等
级性，装饰自由、舒适且灵适方便。
更为重要的是，自南北朝至隋代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

大融合及多种文明大交汇的现实，是以常服为代表的胡服

流行的根本原因。《梦溪笔谈》卷一：“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
乃全非古制，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躞带，然亦有取
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朱子语类》卷九一：
“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
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
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
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大
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胡汉民族之

间的交融渗透早已突破了单一、因袭的传统格局，诸胡汉化
与汉族胡化已成为现实，而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将当时世

界诸多文明形式引入唐朝，在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基础

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唐文明盛极一时，正是胡族习俗、异国
文明与隋唐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进

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造就

了唐人兼容并包、平等开放的独特的社会心理，在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唐代官员常服是大唐帝国继承传统，对南北朝、

隋以来官服体系发展趋势的认可和肯定，更是其结合自身

要求内部调整的产物。唐初，制度尚不齐备，车舆服饰仍沿
袭隋朝旧制，直至高祖武德四年颁布调整衣冠服饰之令文。
“唐初受命，车、服皆因隋旧。武德四年，始著车舆、衣服之
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3](卷二四)这是自东汉明帝恢复“礼
制”以来及隋炀帝“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
服章皆有等差”[7](卷一二)之后，所拟定的最系统的舆服制度，使
祭服、朝服、公服等体系较前代更为完备，然而自南北朝以
来大礼服之外的日常礼服以其穿着舒适便利，日益受到重

视，并在大多数场合取代了传统礼服的地位，唐廷在隋朝定

制的基础上，仍面临着常服改制及等级化的问题。
在形制上，唐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常服加以辨别

并予以整理：例如幞头，起初只是一块民间的包头布，隋唐

时期经过整改，尤其是唐朝对巾子、幞头两脚等适时定制，
遂为官员日常之首服，而且五代、两宋以来成为有固定帽身
骨架和展角的完美造型，一直流行到 17世纪的明末清初，
才被满式冠帽所取代。又如襕袍衫，至唐太宗时期正式确立
了以古制深衣为基础且施以横襕为官员身服，成为既符合

传统又有大唐特色的新款礼服。此外，为规范服制，唐高祖
初步确立紫、朱、黄的服色等级，太宗将其调整为紫、绯、绿、
青，并公开强调服色尊卑有别，此后历朝皇帝竭力加以维

护，最终确立并规范了常服制度。
三

唐代官员常服本身体现了真正的自然美，即注意服饰

质料、色彩、纹样等形式因素与自然的统一，并追求服饰的
整体、和谐之美和舒适、方便之用。唐代经济的繁荣，纺织印
染工艺的发达为服饰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国

家核心权力阶层的官员集团，服饰更是唐服中的精品，其美

妙外表的形成与大自然有着密切联系，不但服饰的质料取

之于自然，服饰形式、色彩、纹样等等也都是唐人不断观察
利用自然的结果，例如从常服的花鸟纹样，到以鱼或龟为原

形的佩饰鱼符、龟符等等，无不反映出唐人开发自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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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来美化自身的聪明才智和以自然为美的服饰风尚。同
时，官员常服也最能体现服饰的整体美化效果，该服在传统

深衣基础之上加以改进，并适时地融入异域风格，圆领、窄
袖、袍下施襕，即为圆领襕袍衫，其通体相连，色彩上亦是上
下一致的单一色调，同时，出于实用的考虑，系束腰带，首

服、足服为纯黑之幞头和靴子，这些附件既可对常服起到加
固作用，又与其本色互相映衬，产生对比统一的装饰效果。
常服本身的这些特点与传统官员服饰的伦理美观念相

应。伦理美，即官员服饰强调与身份等级相一致，以封建伦
理道德原则作为衡量服饰美丑的标准。早在先秦时期，统治
者对于服饰的伦理性能已有所认识，服饰成为社会治乱的

一种标志。《白虎通义》卷下“衣裳”条：“圣人所以制衣服，何
以为絺紘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由于中国自汉代以来
逐渐形成了完备的官僚体系，故其服饰之政治性、伦理性极
强，以达到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辨贵贱的目的。
唐代官员服饰分为两大类，即大礼服和普通礼服，均等

级森严，不可逾越。前者包括祭服、朝服和公服，是封建社会
权力等级的象征，具有较大的继承性和保守性；后者则时代

特征鲜明，包括袴褶服和常服，以色彩、佩饰等分别尊卑。然
而，由于起自中原的朝服、公服礼节繁琐，为方便使用，唐廷
虽将服制具于令文，但逐渐简化，并在实际操作中被胡式服

装袴褶服、常服所取代，而袴褶服由于既非古制，又不如常
服便利，也逐渐消亡，只有常服长期使用。同时，为维护官员
服饰等级的制度化，唐廷不仅下达服色令，而且作了大量细

致的工作，多次下诏强调常服尊卑有别，以维护该体系正常

运转。
无论是历史的沉积还是大唐王朝的不懈努力，凡此种

种，都从不同角度强化着唐人服饰审美观念中的社会伦理

色彩，美的服饰必须与上下等级贵贱相适应，否则就是丑陋

的，脱离君与臣的等级、脱离社会的伦常规范，单纯追求视
觉、感觉上的舒适自如，则会被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服
饰美学思想所不容，会遭到官方的禁止和社会舆论的指责。
唐代官员常服以伦理道德为美的风尚，不仅是统治者为巩

固政权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也是自古以来服饰被视为“顺天
道”之术，儒家“天命观”思想的体现，同样，儒家对“天道”的
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天人感应”等理论对唐代官员常服的
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一方面，它竭力维护古制中与此相关

的服制，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创造，从而对官服的色彩、
纹样、饰物等装饰理念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例如，将服色分为正色与间色，重正轻间，以此体现尊

卑。古时以纯色为正色，两色相杂为间色，正色通常指青、

赤、白、黑、黄五色，用于衣服表层或上衣；间色，相对正色而
言，是不纯正的五种颜色，分别指绿、红、碧、紫、骝黄五色，
因由青、赤、白、黑、黄等五种正色调和相间而成得名，多用
于衣服的衬里或下裳，后泛指五种正色之外的任何颜色。唐
代官员大礼服严格遵循古制：祭服青衣纁裳，青为正色，纁

乃浅绛，为间色；朝服、公服均为绛色，绛乃大赤也，为正色。
常服则显示了大唐时代特色，相对自由：将赤黑之间的紫色

和赤白之间的绯色，由原来卑贱的象征转化为富贵的标志。
韩愈《送区弘南归》诗云：“腾蹋众骏事鞍鞿，佩服上色紫与
绯。”[4](卷三三九)绿色也一改以往的卑下地位，成为常服的一种
色彩。韦庄《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诗云：“新马杏花色，绿
袍春草香。”[4](卷六九七)

通观唐代官员服饰，大礼服遵从古制，以伦理为重；普

通礼服虽也规范等级，但在实际使用中更多地是以自然为

尚，并融入胡服风格。这种着装理念的形成，除受儒家观念
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时代原因，即

自南北朝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及多种文明的大

交汇。在隋唐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经济繁荣期有之，社
会稳定期有之，尽管都产生了与之相适合的服饰发展，却没

有哪一个朝代的服饰发展水平能与唐代胡、汉服饰共同发
展相匹敌。服饰到底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脱离不了一定时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绝不可能就是一定时期社会

经济活动的翻板，说到底还是要受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

氛围的影响，唐代多种民族交融、多样文明碰撞这一特定历
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这种多元

文化结构对社会审美价值取向和审美行为的渗透、影响和
支配，不但给当时的人们构思、设计各种服饰提供着文化依
据，同时也对唐代服饰形成独特风格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主要是为了便于作战，实用
目的明显的话，那么，唐代官员盛行的常服则属于多民族共

同生活、相互交流的产物，服饰的文化意义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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